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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中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
转换效应研究

李福柱,田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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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判断全国及各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战略决策价值。基于

2001-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样本,运用门槛模型分别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探讨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的转换效应。结果表明:沿海地区及全国样本总

体上已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尚未完成其转换目标,内陆地区没有表现出供给侧新

旧动能转换态势。全国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均已成功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沿海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优于内陆地区,全国及各地区供

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的完成情况均明显滞后于其需求侧。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供给侧;需求侧;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6-0081-1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6.011

TheConversionEffectfromtheOldKineticEnergytotheNewOnebetweenSupplySideand
DemandSideinChina'sEconomicGrowth

LIFu-zhu,TIANShuang
(SchoolofEconomics,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Shandong266100,China)

Abstract:Itisanimportantstrategicvaluetojudgetheconversiontrendfromtheoldkineticenergytothenewoneall
overthecountryandevenintheregioninpromotingChina'shighqualityeconomicgrowth.Basedonthepaneldata
samplesof30provincesfrom2001to2017andfromtheperspectiveofsupplysideanddemandsiderespectively,the
conversioneffecthasbeendiscussedintermsoffromthefactor-driventotheinnovation-drivenandfromtheexternal
demandpulltotheconsumptionupgradebasedontheexpansionofdomesticdemandapplyingthethresholdmodel.
Theresultsshowthatthecoastalareasandtheirnationalsampleshavedemonstratedasignificantconversiontrend
fromtheoldkineticenergytothenewoneonthesupplysideinthemass,buttheirconversionobjectiveshavenotyet
beencompleted,whiletheinlandareasstilldonotshowthesameconversiontrendonthesupplyside.Thewhole
countryeventhecoastalandinlandareashavesuccessfullyachievedtheconversiongoalfromtheoldkineticenergyto
thenewoneonthedemandside,andtheconsumptionupgradinghasbecome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demand-
sideeconomicgrowth.Thecompletionofconversiontargetsonthesupplysideincoastalareasisbetterthanthatin
inlandareas,anditlagsbehinditsdemandsideinthewholecountryeveninthesub-regions.

Keywords:conversionfromtheoldkineticenergytothenewone;economicgrowth;supplyside;demandside;

thresholdeffect

18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已成为我国推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

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

长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

素的大量投入以及大规模出口等。而当经济总

量和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以人口数量红利、
资本要素投入和国际贸易为主的原有经济增长

动力就不再能够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1]。为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形成能

够适应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环境变化的新

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由创新引

领,需求侧则是人民的向往[2],在高质量发展目

标约束下,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的生产总值

提高,因此,亟需培育并激发源于创新与拥有巨

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动能,逐步

改造升级传统动能,以减少落后动能对提高我国

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的阻碍,逐渐转向主要依靠

新动能驱动或拉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围绕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探讨,相关

文献主要侧重于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从供给侧

视角考察。陶长琪等学者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

型,从制度质量视角探究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换的内在路径[3];王一鸣认为改革创新可

以培育新动力,通过重塑新的体制机制能够释

放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4]。二是从需求侧视

角考察。新常态下外需拉动力趋于疲软,内需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动力[5];也有学者认为内需拉动力主要由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带来的消费升级发挥了

作用[6];陈冲等学者指出,消费结构升级对总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对高质

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过门槛值后,消费结

构升级的拉动效应将更加凸显[7]。而李建伟则

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视角综合探讨了中国经

济增长动力变化过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

经历了由劳动力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共

同驱动、资本要素驱动向资本要素和自主创新的

协同驱动转变,而建国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也经历了从内需拉动向内外需共同拉动,转而进

入如今的内需拉动为主的新阶段[8]。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多数研

究仅从单一侧探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动力转

换,但经济增长既依靠供给侧驱动力,也依赖需

求侧拉动力,两者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高

质量增长的关键。培育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

市场是新旧 动 能 转 换 的 经 济 理 论 逻 辑 与 内

涵[9],虽有少数学者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探讨了

建国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过程,但缺乏供

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增长水平变

化的作用机理分析及实证检验。本文从供给侧

与需求侧视角,综合考察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

增长水平变化的作用机理,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分别探讨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是

否完成及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力

变化,重点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的

空间差异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侧差异,以期可以

为政府判断 新 旧 动 能 态 势 与 进 展 提 供 理 论

支撑。

　　一、理论分析

(一)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将驱动我国经济

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

第一,供给侧旧动能驱动以往我国经济粗

放型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依赖

于大规模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

投入解决了生产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并形成了

推动以往我国经济粗放型高速增长的要素驱动

力。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及新增适龄劳动力

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人口数量红利,这可以

直接增加就业供给和产出,加速我国劳动密集

型产业规模化发展,而且,劳动力要素流向生产

效率相对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既能依托劳动

力投入促进资本形成和积累,还能通过产业间

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这为经济增长贡献“增
长效应”,以及通过聚集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提高

劳动生产效 率,还 为 经 济 增 长 带 来 “效 率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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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10]。同时,大量劳动力投入能够通过低成

本劳动力要素扩大本国产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

出口并吸引外资流入而间接地驱动经济增长。
其次,具有相对较高投入产出效率的资本要素

由于其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使经济总量

和规模在短期内大幅攀升[1]。在资本要素相对

稀缺的经济发展初期,大规模工业化扩张、民生

工程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吸引高投资的举

措,以及由大量人口支持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

制度引发的高储蓄,致使资本要素在此过程中

不断积累并主导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最

后,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尤其是资源丰富的中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有显著的直接

效应,而且,还能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及提高科技

创新 水 平 为 我 国 经 济 高 速 增 长 带 来 间 接

效应[11]。
单纯依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必然会带来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其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受

到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12],生产要素边际产出

效率降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引致要素驱动

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扩张逐渐乏力。由于现阶

段我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老年抚

养比提高与工资上涨导致以往的人口数量红利

消失,以及资本积累增速减缓和资源环境规制

硬约束,降低了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率。因

此,高度依赖于要素驱动经济粗放增长的方式

使我国陷入经济增速放缓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的“两难困境”,这种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为目

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第二,源于创新的供给侧新动能将驱动我

国经济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随着要素驱动

力日渐衰减,供给侧的核心动能必须逐渐依赖

于由基础性知识创新带来的颠覆性与渗透性技

术创新并结合制度创新的稳步集成。由于知识

的外溢性和高流动性,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与

国际前沿的差距相对较小,可以通过基础科学

研究与应用研究实现技术创新,形成一批拥有

自主产权和核心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或科

研机构,以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引领技术赶超,
还能够通过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并

提高其转换效率,有效催生具备核心知识技术

的强竞争力新产业。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整合无

形生产要素与有形生产要素,通过一系列应用

创新活动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

业交互融合与协同发展,改革传统产业或企业

原有生产模式并创造出新兴业态,培育适合我

国当前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供给侧

新的经济增长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
业态的形成与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创新,
更需要制度创新,以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

新动能发展以及健全与完善制度结构,并形成

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技术创新的环境[13]。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在当前以

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

经济时代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供给侧新引擎[1]。新技术能够适应中国要素

禀赋结构的变化,促进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以实现产业的前沿技术进步及供给更

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运

行过程中的生产效率,提高我国在关键技术领

域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加速攀升至全球

价值链的中高端。新产业可以将新技术转化为

高效的现实生产力,因为科技知识的产业化既

能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等,还能优化

生产方式组合以突破长期稳态均衡,使生产前

沿面外移进而迈向更高水平的稳态均衡,对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增长效应”[14]。新产业

由于其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可以进一步吸引高

级生产要素流入,以实现新产出增长,这既能够

扩大新产业生产规模,还能够依托高新技术产

业带动关联程度较高的其他产业发展,进而加

速延伸产业链条并引领产业升级,而且,新产出

能满足消费者对高端消费与新兴消费的需求,
在提高经济体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满足居民

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
新技术、新产业固然重要,但技术领先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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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市场领先,为使科技创新更大力度地推

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应重视把新技术、新产品和

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有机结合,形成发展的新

模式、新业态[15]。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

融合,既能降低设计、生产、销售、流通及服务等

环节的交易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够产生

规模递增的效果[16]。新商业或服务业模式既

有利于支撑新兴产业发展,还能改变传统产业

或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模式,以改造升级传统动

能,推动产业或企业提质增效,激发我国经济增

长活力。新业态有机整合了社会闲置、碎片化

的资源,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形成了

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新兴服务或经营业态,
畅通了市场信息,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助于扩大

创新型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以及满足消费者

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第三,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及其动态演进。

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资本报酬递减以及资源

逐渐枯竭的经济环境下,若继续高度依赖生产

要素投入,甚至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推动经济

增长都是难以持续的,必须转移到依靠全要素

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

方面[17],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与服务供

给的附加值、技术含量以及产业价值链与整体

经济竞争力,进而提升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率。
已有文献表明:老年人口比和投资率较高的经

济体易遭受中等收入陷阱,而中高等教育人口

占比和高科技出口产品占比相对较高的国家很

少经历经济增长减缓[18]。因此,为减缓我国经

济增速下滑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将

以往的高度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要素驱动力

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力。
由要素驱动力向创新驱动力转换是一个漫

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可能会经历要素驱动为主、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及创新驱动为主三个

阶段。首先,在原有经济增长路径中要素驱动

力占据主导地位,创新驱动力还处于培育期,这
同样可能是我国当前陷入“资源诅咒”,部分省

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症结所在。其次,要素

驱动力由于要素规模报酬递减及资源环境约束

呈下降趋势;相反,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

优质资源流向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创新型产业

部门,从而使创新驱动力强劲增长,此过渡阶段

可以部分抵减或抵消因要素驱动乏力导致的我

国经济增速缓慢下滑。最后,当创新驱动力持

续提高直至超过要素驱动力,成为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主要动力时,可以通过源于创新的“四
新”动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产出及其产出增

长以及推动传统产业或企业提质增效,进而驱

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

蹴而就的,以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新

动能仍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现阶段仍要保持好要

素驱动环节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19],即我国经

济要实现集约型高质量增长,仍需发挥要素对经

济总量和规模缓慢扩张的驱动作用,并在此过程

中不断提升要素、产品与服务质量,同时更需要

借助创新改进要素生产效率,提高供给质量,大
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图1所示)。

 

  

     

   前沿技术进步
引领产业升级
改造升级传统动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经济体生产效率
创造新产出及其增长
推动传统产业或企业提
质增效

集约型
高质量
增长

新技术
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创
新
驱
动

要素投入规模
报酬递减以及
资源环境约束
趋紧

粗放型
经济增
长放缓

仍需发挥要素驱动经济总量和规
模缓慢扩张过程中的质量提升

逐步抵减或抵消由
于要素驱动乏力导
致的经济增速下滑

供给
侧经
济增
长新
动能

转
换
为

要
素
驱
动

高度依
赖要素
投入

图1　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将驱动我国经济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向集约型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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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拉动我国经济由

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转向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

增长

第一,需求侧旧动能拉动以往我国经济外

需主导型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

国加入 WTO后,大规模出口低附加值、低技术

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

相对较低的消费需求造成的内需拉动力不足,
并基于比较优势与后发国家优势拉动以往我国

经济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首先,我国出口产

品基于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市场并参与全球分

工,这既能解决我国部分产出相对过剩的劳动

密集型产品,直接增加我国国民财富收入,还可

以吸引现有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非出口企业转

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出口企业[20],可以形成并扩

大其规模经济,提高我国出口专业化水平以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为在竞

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优势获取并扩

大国际市场份额而不断进行产品或工艺创新,
提高自身生产率和收入份额[21],即比较优势能

够通过刺激出口竞争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其

次,出口可以吸引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有利于我国充分发挥后发国家优势。通过有机

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等优势

及我国资源禀赋丰裕优势,促进我国产业或企

业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

验,缩减我国模仿创新成本,并补充我国经济发

展初期所需资金。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欧美日

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不振。
发达国家对我国低中端产品的需求趋于饱和,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短期内难以快速

大规模增长,加上开拓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产品

的需求市场会受到少数国家借由政治等因素加

以干扰,引致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外需

引擎作用逐渐减小。此外,由于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供给趋紧,虽然与发

达国家技术差距缩小,但面临着国际经济持续

低迷环境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我国企业

造成的双重挤压[22],出口产品市场进一步缩

减,拖累了我国外部需求增长的继发性动力。
第二,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的

需求侧新动能拉动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

量增长。随着我国外需引擎作用逐渐减小,需
求侧新动能的形成逐渐源于在内需规模扩大基

础上的消费升级。不断提升的人均收入水平以

及逐渐形成的巨大国内需求市场引致消费需求

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内需规模逐步扩大,但
是,由于支持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消失,投资需求

拉动生产已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投资需求拉

动空间趋紧[23],而以居民国内消费为主体的消

费需求稳定上升。近十年来,零售业商品进口

额占零售业商品总销售额的比重仅为2.3%;
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 重 约 为

26.8%,这表明消费需求中境外消费占比与政

府消费占比均较低,居民在国内的消费需求是

当前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① 在我国居

民消费需求持续稳定上升的基础上,消费品质

升级、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消费模式创新等消费

热点的涌现,为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

造出需求侧新的经济增长点。
消费品质升级主要指消费者对原有产品及

服务性能在质量提升方面的需求以及对新兴产

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即由对低端产品与

服务消费需求转变为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消费

需求。中高端消费具有相对较高的需求收入弹

性,能够吸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断

地进行产品、工艺和流程创新,倒逼企业进行技

术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市场竞争力。同

时,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市场需求可以吸

引更多企业进入,拉动高成长的制造业和服务

业聚集并拓展其发展空间,以及能够促进与中

高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相关联的上下

游产业发展,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效率;此外,经
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居民人均收入,进一

步拉动中高端消费,而且新兴消费品有助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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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消费者原有的消费约束边界,提高消费者总

效用水平。
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

型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支

出占比上升。消费者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

求的增加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由第一产业

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的产品和

服务,以此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促

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同时,消费结构升级还能

刺激资源从传统产业流向现代服务业,为新兴

产业和新兴产品的发展提供强劲的需求拉动

力,使供给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7],尤其能够

引导三次产业中的投资流向消费需求更旺盛的

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将发展型与享受型消

费需求转化为能够被消费者需求消化的现实产

出,并减少与生存型消费相关产业的过剩产出。
并且,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可以增加国民财富,进
一步扩大新型消费需求。

消费模式升级主要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方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传统

消费模式基础上创造出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等

新兴消费模式。一方面,新兴消费模式既能拉

动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转变经营或服务模

式,也能依托网络服务使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与长尾效应更加显著[24],并且,高度依赖于信

息技术的新消费模式可以挤出部分过度依赖资

源的消费品行业。另一方面,新兴消费模式通

过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产生的体验经济、
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消费业态,能够整合优

化全社会资源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以及能

够削弱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畅通

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沟通渠道,更加便捷、低成本

地解决并扩大消费者的新兴消费需求。
第三,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疲软与中国

市场地位提升,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转向内需,
且内需的主拉动力由投资需求转向 消 费 需

求[25]。在此基础上,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重
点消费群体的转变以及新消费模式的出现,促

进了消费升级拉动力稳定上升,逐渐成为需求

侧拉动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

力。因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基

数较大的低收入人群迈进中等收入阶层,从而

拉动整体消费能力提高。同时,随着重点消费

群体及其消费偏好转变,社会消费文化出现相

应变化,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
消费主体逐渐转变为新一代青年,其储蓄意愿

较低且消费观念超前,消费偏好更倾向于生活

质量提升和自身精神享受;可支配收入较高的

中老年人对医疗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性需求

增加,促使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文化。此外,互联

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兴消费文化的有机结合

推动了新的消费模式产生,有助于拓展消费者

的消费选择范围,以使消费者便捷地追求更高

端、更高层次的产品与服务。
由外需拉动力向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

费升级拉动力转变同样会经历长期持续的动态

调整。首先,外需拉动力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

长中发挥主引擎作用,同时,高储蓄低消费的经

济状况引致投资需求拉动力相对较高,消费需

求拉动力不足,但是投资需求拉动力大部分源

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其次,随着外需引擎作用

减小,投资需求拉动空间收窄,在消费需求稳步

上升的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力持续稳定上升,
此过渡阶段可以逐渐抵减或抵消源于外需疲软

导致的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再次,消费升级上

升为主要动力,拉动我国经济内外需协调型高

质量增长。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下,外需拉

动力仍需发挥作用但将不是主引擎作用,同时,
通过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并参与中高端国际市场份额竞争,能够加速将

外需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竞争优势。最后,基
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消

费品质升级、消费结构优化与新兴消费模式培

育经济增长需求侧新动能,能够更好地拉动我

国经 济 内 外 需 协 调 型 高 质 量 增 长 (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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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拉动我国经济由外需主导型高速增长转向内外需协调型高质量增长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从供给侧视角来看,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及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力一旦突破技术

或制度创新壁垒,创新驱动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从需求侧视角来看,消费品质升级、消费结构优

化与消费模式创新可能会影响消费升级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效应发生变动。因此,借鉴 Hansen
的面板门槛模型[26],选取2001-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供给侧单门槛模型:

lngrpit = (β0lninnoit +β1lnlit +β2

lnkit)I(lninnoit ≤γ)+(β′0lninnoit+β′1lnlit

+β′2lnkit)I(lninnoit >γ)+ρ1lninuit +ρ2

lnfinanit+ρ3lntranit +ρ4lngovit +ρ5lninstit

+ui+εit (1)
需求侧单门槛模型:

lngrpit = (α0lnconit +α1lnexit +α2

lniit)I(lnconit ≤θ)+(α′0lnconit+α′1lnexit

+α′2lniit)I(lnconit > θ)+μ1lninuit +μ2

lnfinanit+μ3lntranit+μ4lngovit+μ5lninstit

+ui+εit (2)
其中,I(·)表示指示函数,取值为0或1;

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γ、θ 分别表示创新驱

动力、消费升级拉动力门槛值;ui 为个体固定

效应;eit 为 残 差 项。grp 为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inno为创新驱动力,是供给侧门槛变量,也是

其解释变量之一,其余两个解释变量为劳动力

规模l和资本存量k;con 为消费升级拉动力,
是需求侧门槛变量及其解释变量之一,其余两

个解释变量为投资需求i和代表外需拉动力的

出口规模ex;为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控

制相关影响因素,选取产业结构水平inu,金融

发展水平finan,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tran,
政府支持力度gov 和制度质量inst为控制变

量。为减弱数据的异方差现象,获得相对平稳

的面板数据,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一旦确定存在单门槛值,需要继续检验是

否存在多门槛值,以此类推,本文不再赘述。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选择适宜的经济增长度量指标是本文实证

检验中的重点,因为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无法

获取度量过去高速增长与近年来国家要求实现

的高质量增长的统计口径一致的单一变量数

据,构建指标体系进而折算出最终单一变量指

标也会受到指标间存在关联性问题的困扰,所
以,本文以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为前提,假
设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会存在增

长质量的变化。度量经济增长中的新旧动能转

换效应,既包括旧动能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的

影响,也包括新动能如何促进经济转向高质量

增长。因此,合意的经济增长指标需要重点测

算出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效力变化程度。由于要素驱动力与外需拉动

力在以往促进我国经济粗放型高速增长时,突
出表现为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呈现大幅度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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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而且,随着要素驱动乏力与外需拉动疲软,
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趋于缓慢增长。另一方

面,在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正经历新动能可能促进经济总量和规模缓

慢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的过程,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中保持相对稳

定不变的是经济总量和规模的增长趋势,因此,
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从整体度量新旧动能转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动态变化过程,且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

理后,可以反映变量之间(近似于复合)增长率

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选取各省份用 GDP指数

折算成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grp)为代理变量(亿元)。

2.供给侧解释变量

一是创新驱动力。有关研究对创新驱动力

的衡量多从创新投入视角,选用研发人员投入、
研发资金投入作为度量指标;或从创新产出视

角,以专利申请受理量、专利申请授权量为代理

变量。创新产出相比于创新投入更能反映一个

国家或地区真实创新水平,Hasan&Tucci认

为,拥有更高专利水平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经

济增长率,若一个国家提高专利数量和质量,经
济增长也会随之上升[27],表明专利数量能够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驱动力。由于专利申

请授权量剔除了未申请成功的专利数量,本文

选取各省份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创新驱动力

(inno)(件)。
二是劳动力规模。衡量劳动力要素应兼顾

数量和质量。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劳动力质量

视角以人力资本水平为代理变量可以更好地衡

量劳动力要素,但其衡量指标尚未统一,而且人

力资本水平随着教育的普及逐渐提高,高素质

劳动力为提高创造力带来更大可能,人力资本

水平与创新驱动力之间具有无法具体度量的联

系,在实证分析中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从劳动力数量视角可以用人口数量、年
末就业人数等指标衡量。其中,人口数量包括

了无劳动能力的人口;年末就业人数主要是用

以反映劳动力要素粗放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效应,不仅能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低

素质劳动力投入规模,而且便于衡量劳动力要

素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乏力程度。因此,选
用劳动力数量指标,以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衡

量劳动力规模(l)(万人)。
三是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的核算方法,根

据永续盘存法估测各省份资本存量(k),具体

计算公式:Kit=Kit-1 1-δit( )+Iit ,以各省份

2001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作为初

始资本存量 K0,折旧率δ为9.6%,Iit 用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亿元)[28]。

3.需求侧解释变量

一是消费升级拉动力。由于生存型与享受

型消费需求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高端

消费规模的扩大以及新兴消费模式的出现,且
消费品质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衡量指标难以

量化,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以消费结构升

级代表消费升级拉动力,考虑将恩格尔系数作

为衡量指标,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

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比计算城乡恩格尔系数,
并分别以城乡人口比对城乡恩格尔系数赋值,
计算总体恩格尔系数。为使实证分析表现出显

著性特征,选用各省份恩格尔系数倒数衡量消

费升级拉动力(con)。
二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

口需求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预
期投资需求增加可以刺激和扩大生产,由于衡

量预期投资需求的数据缺失,以及预期投资需

求增加将促进实际投资需求的增长,本文以实

际投资需求(i)代表预期投资需求,选取各省份

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的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亿元)。
三是出口规模。为衡量以出口代表的外需

拉动力变化,本文从出口规模视角分析出口额

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各省份年平均汇

率折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并用 GDP
平减指数折算成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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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口规模(ex)衡量指标(亿元)。

4.控制变量

一是产业结构水平。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过

程中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可以吸引生产率

相对较低的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入高生产率部

门,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提高整体生产率,但
是,产业结构变迁也有可能会引起技术替代,对
特定产业部门造成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

变动,造成经济波动[29]。本文借鉴大多数文献

以各省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度量产业结构

水平(inu)。
二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

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发展

水平的高低。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优化资本

配置效率和分散风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若金

融发展水平低将可能由于投资渠道少、资金闲

置等问题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
本文借鉴杨有才以各省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30]。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

施发展可以通过带动相关物资和服务市场的需

求,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通过增

强区位优势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

长[31]。本文借鉴刘生龙等学者选用交通基础

设施密度衡量各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tran),以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里程三者之和

与其国土面积之比,测算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32]。
四是政府支持力度。为促进一个国家或地

区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转移

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但政府干预不当可

能会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支出往往集中在公共

产品领域,一方面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刺激居

民消费,但同时高税收也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

“挤出效应”。本文以各省份财政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政府支持力度(gov),其系

数值可能为正或负。
五是制度质量。制度质量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长期动力,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因素,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内

生技术进步和制度质量提升释放的“制度红

利”[33]。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激发创新主体开

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创造出更高品质、
更高层次的产品和服务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兴消

费模式,并为创新驱动力与消费升级拉动力的

提高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参考陈冲等学

者的衡量方法,选取各省份工业总产值中非国

有企业的比重表示制度质量(inst)[7]。
本文选用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

各个指标对应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 Wind数据库。其中,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8》未发布,以各省份统

计年鉴相同统计口径下相关数据补齐。

　　三、实证分析

沿海地区集聚众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储

备丰裕的科研院所、双一流高校和创新型企业,
是创新引领之地,而且,技术创新能够降低产品

生产和服务成本,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较高与

消费观念超前的沿海地区居民对消费升级的需

求。相反,内陆地区更注重依靠资源要素优势

发展传统产业,而创新型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其
消费升级拉动力的形成及提升也受限于其偏低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本文以沿海地区和

内陆地区为空间分析框架,探究全国不同区域

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及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变化。②

(一)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 Hansen提出的Bootstrap方法

模拟LM 检验F 统计量的渐进分布,通过反复

抽样500次得到P 值,检验创新驱动力是否存

在门槛效应[26]。沿海地区和全国样本创新驱

动力 均 存 在 已 突 破 的 单 一 门 槛 值,分 别 为

7.6653,9.7464,置信区间分别为(7.6309,

7.8260)与(9.6858,9.7840),而内陆地区创

新驱动力不存在门槛值,即不存在门槛效应(如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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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检验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是否具有

一致性,Hansen提出,构造统计量LR(γ)=
(S0 γ( )-S1 γ( ) )/σ2,当LR(γ)≤-2ln (1-
　
1-α)时,门槛估计值真实有效,即当α=

5%时,临界值为7.3500[26]。根据似然比函数

图,门槛估计值对应的LR 统计量小于临界值

7.3500,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门槛估计值通

过了真实性检验(如图3所示)。

表1　供给侧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估计

地区

门槛检验

沿海地区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内陆地区

单门槛检验

全国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F 统计量 38.5800 8.2300 26.6400 58.8100 39.2700

P 值 0.0760 0.5020 0.5400 0.0000 0.1640

门槛值 7.6653 - - 9.7464 -

置信区间 (7.6309,7.8260) - - (9.6858,9.7840) -

注:bootstrap方法反复抽样500次得到P 值;“-”表示此项为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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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0个样本省份创新驱动力的门槛

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沿海地区及其引领全国样本在总体上表现

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尚未完

成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而内陆地区仍没

有表现出新旧动能转换态势,现阶段我国各地

区及全国总体上仍需生产要素发挥其主要驱动

作用,在经济总量和规模缓慢扩张的过程中,创
新水平不断提高,将促进我国经济逐渐转向集

约型高质量增长(如表2所示)。
第一,沿海地区创新驱动力低于门槛值之

前,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的弹性系数值分别

为0.9460和0.2969,创新驱动力的弹性系数

值仅为0.0728,且不显著,这表明此时创新驱

动力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明显,
主要由要素驱动力发挥作用。在创新驱动力突

破门槛值之后,劳动力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

降至 0.6833,资本要素驱动力式微上升至

0.3829,说明资本要素一直是驱动沿海地区经

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而创新驱动力弹性系

数值跃升为0.2032,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

提高了近三倍。从各变量的影响效力变化上来

看,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有

所下降,创新驱动效应显著提升,但是,在突破

门槛之后,创新驱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仅为劳

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的约0.3倍、
约0.5倍,创新驱动力仍小于要素驱动力,这表

明沿海地区虽表现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

势,却尚未完成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仍主

要依赖要素驱动该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因为

沿海地区是我国自主创新领先地区,其创新投

入成本与创新成果共享门槛均高,存在创新型

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以及科技成果转换效率

较低等仍未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内陆地区创新驱动力不存在门槛效

应,这表明内陆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侧

新旧动能转换态势。本文进一步选用 OLS模

型对内陆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并予以简单参考

(估计结果不成为本文研究结论的主要依据),
估计结果表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劳动

力、资本等要素驱动力,其弹性系数值分别为

0.1512,0.5313,而创新驱动力尚在培育期,其
弹性系数值仅为0.1544,尚未超过劳动力、资
本要素对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总和贡献水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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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内陆地区劳动力、自
然资源等要素丰富致使该地区发展传统产业具

有低成本高产出的显著优势,以及地方政府过

度追求经济总量和规模扩张的短视行为,引致

该地区一直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第二产

业,直至要素驱动力呈现乏力才重视提升技术

创新水平与改进制度创新环境,导致内陆地区

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不连贯。

表2　供给侧各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回归

沿海地区 全国
变量

OLS回归

内陆地区

lninu 0.0303 0.1799∗ lninu 0.2060∗∗

(0.0421) (0.0912) (0.0998)

lnfinan -0.0170 -0.1299∗∗ lnfinan -0.2662∗∗∗

(0.0330) (0.0627) (0.0632)

lntran 0.1413∗∗∗ 0.1221∗∗∗ lntran 0.0660∗∗∗

(0.0422) (0.0286) (0.0222)

lngov -0.0340 0.0632 lngov 0.0290

(0.1446) (0.0775) (0.0472)

lninst 0.3982∗∗∗ 0.2004∗∗∗ lninst 0.2116∗∗∗

(0.1168) (0.0550) (0.0572)

0_lninno 0.0728 0.1341∗∗∗ lninno 0.1544∗∗∗

(0.0486) (0.0366) (0.0319)

1_lninno 0.2032∗∗∗ 0.2327∗∗∗ -

(0.0181) (0.0392) -

0_lnl 0.9460∗∗∗ 0.3007∗∗∗ lnl 0.1512∗

(0.1595) (0.1030) (0.0780)

1_lnl 0.6833∗∗∗ 0.1919 -

(0.1006) (0.1295) -

0_lnk 0.2969∗∗∗ 0.4904∗∗∗ lnk 0.5313∗∗∗

(0.0722) (0.0431) (0.0480)

1_lnk 0.3829∗∗∗ 0.4811∗∗∗ -

(0.0615) (0.0577) -

Constant -4.1317∗∗∗ -1.2343 Constant 0.0908∗∗∗

(0.8266) (0.7486) (0.7546)

Observations 187 510 Observations 323

R-squared 0.9859 0.9800 R-squared 0.8930

Numberofprovince 11 30 Numberofprovince 19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调

整后的t值(下同)。内陆地区样本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本文对其予以简单 OLS回

归,其估计结果仅供参考

　　第三,全国样本创新驱动力在突破门槛值

之前,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

为0.3007,0.4904,创新驱动力弹性系数值仅

为0.1341,这表明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

依赖于要素驱动力。创新驱动力突破门槛值之

后,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力弹性系数值分别降

至0.1919,0.4811;创新驱动力弹性系数值上

升为0.2327,即劳动力要素驱动力由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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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驱动经济增长0.3007%,转变为每上

升1%能够驱动经济增长0.1919%;资本要素

驱动 力 由 每 上 升 1% 可 以 驱 动 经 济 增 长

0.4904%,转变为每上升1%能够驱动经济增

长0.4811%;创新驱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1%
可以驱动经济增长0.1341%,转变为每上升

1%能够驱动经济增长0.2327%。在突破门槛

之后,创新驱动力虽略超劳动力要素驱动力,却
仅是资本要素驱动力的约0.5倍,仍小于劳动

力与资本要素驱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这表明

全国样本虽存在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但
并没有完全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要
素驱动力依然发挥主要作用。申萌等学者曾得

出与本文一致的研究结论,指出随着资本积累,
产能已相对过剩,经济却未过渡到创新驱动阶

段,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依然薄弱[34]。
各地区乃至全国样本的产业结构水平、交

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都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为负且不

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如
投资效率低下、资金闲置等问题对经济增长造

成了负向影响。内陆地区与全国样本的政府支

持力度系数值为正,沿海地区政府支持力度系

数值为负,且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创

新环境虽有所改善,但沿海地区作为创新引领

区,其对创新环境要求较高,政府干预过多可能

会抑制创新主体及其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二)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效应实证分析

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与全国样本的消费升

级拉动力均存在已突破的单一门槛值,分别

为1.0702,1.1154,1.1061,置信区间分别为

(1.0588,1.0714)、 (1.1057,1.1166) 和

(1.0969,1.1092)(如表3所示)。

表3　需求侧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估计

地区

门槛检验

沿海地区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内陆地区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全国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F 统计量 58.5600 8.9900 55.4300 16.3400 115.1600 16.2400

P 值 0.0160 0.9080 0.0120 0.1820 0.0000 0.7000

门槛值 1.0702 - 1.1154 - 1.1061 -

置信区间 (1.0588,1.0714) - (1.1057,1.1166) - (1.0969,1.1092) -

　　门槛估计值对应的LR 统计量在临界值

7.3500之下,这表明门槛估计值与门槛真实

值一致(如图4所示)。
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乃至全国样本均已实

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

求侧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如表4
所示)。

第一,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

槛值之前,以出口代表的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

值为0.2616,投 资 需 求 拉 动 力 弹 性 系 数 值

为0.4621,消 费 升 级 拉 动 力 弹 性 系 数 值 为

-0.2072。其中,消费升级拉动力系数值为负

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会率先出现

居民对消费升级的需求,通过有效需求创造供

给,拉动厂商引进人才、购进机器设备、扩建厂

房等,以改进、研发产品和服务,但囿于初期消

费升级需求总量和规模偏低,对中高端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难以形成本地化规模经济,因此,为
满足居民消费升级支付的显性或隐性成本超出

消费升级带来的收益。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

门槛值之后,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式微上升

至0.3421,投 资 需 求 拉 动 力 弹 性 系 数 值 降

至0.2623,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

至0.9369,消费升级拉动力分别是外需拉动

力和投资需求拉动力的约2.7倍、约3.6倍,且
消费升级拉动力上升幅度远高于投资需求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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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降幅度,这表明沿海地区已实现需求侧新

旧动能转换目标,内需拉动力在显著上升的基

础上,主要由消费升级拉动该地区经济可持续

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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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0个样本省份消费升级拉动力的门槛

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第二,内陆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

槛值之前,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分

别为0.0831,0.3788,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

数值为0.1460。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槛

值之后,外需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升至0.1838,
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降至0.2223,消
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升至0.8892。从各

变量的影响效力变化上来看,消费升级拉动力

与投资需求拉动力的总和贡献水平明显上升并

超过外需拉动力,而且,在突破门槛之后,消费

升级拉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外需拉

动力、投资需求拉动力的约4.8倍、约4倍,这
表明内陆地区也已实现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

标,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上升为需

求侧拉动该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第三,全国样本的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

门槛值之前,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

分别为0.1180,0.4439,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

系数值为0.1048。消费升级拉动力在突破门

槛值 之 后,外 需 拉 动 力 弹 性 系 数 值 上 升

为0.1987;投资需求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下降

至0.2721;消费升级拉动力弹性系数值上升

至0.9872,即外需拉动力由原先的每上升1%
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1180%,转变为每上升

1%能够拉动经济增长0.1987%;投资需求拉

动力由 原 先 的 每 上 升 1% 可 以 拉 动 经 济 增

长0.4439%,转变为每上升1%能够拉动经济

增长0.2721%;消费升级拉动力由原先的每

上升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1048%,转变为

每上升1%能够拉动经济增长0.9872%。从

各变量影响效力变化上来看,外需拉动力增加

近1倍,投资需求拉动力下降了约3/5,消费升

级拉动力增长约10倍;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消
费升级拉动力分别为外需、投资需求拉动力的

约5倍、约3.6倍,这表明外需拉动力相对内需

拉动力呈现疲软状态,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构成的内需拉动力显著上升的基础上,主要依

靠消费升级拉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

度均有利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全国的经济

增长。沿海地区和全国样本制度质量系数值为

负,内陆地区制度质量系数值为正,这可能是因

为沿海地区作为中高档消费引领区,该地区在

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所需的制度环境

高于其他地区,但其现有的制度环境在支持该

地区居民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消费升级需求上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制度质量的不足不利于消费

升级进一步提升,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向影

响。内陆地区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在满

足低档需求的基础上追求中高档消费,对制度

环境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内陆地区制度质量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全国样本制度

质量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超过内陆地区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引致全国样

本的制度环境不足以支持消费升级拉动力进一

步提升。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系数值为负,
内陆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系数值为正,这可能是

因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技术进步与

技术替代对特定产业部门造成冲击,容易导致

经济波动,而内陆地区产业结构可能相对合理,
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沿海地区

与内陆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相互作用后,导致全

国样本产业结构水平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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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需求侧各变量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全国

lninu -0.2188∗ 0.4285∗∗ -0.0866

(0.1049) (0.2000) (0.1178)

lnfinan -0.0631 0.0278 0.0520

(0.0533) (0.0702) (0.0364)

lntran 0.0476 0.0642∗∗∗ 0.0755∗∗∗

(0.0419) (0.0184) (0.0217)

lngov 0.5268∗∗∗ 0.1729∗ 0.2535∗∗

(0.1604) (0.0833) (0.1151)

lninst -0.3628∗∗ 0.1509∗∗∗ -0.0322

(0.1520) (0.0510) (0.0815)

0_lncon -0.2072 0.1460 0.1048

(0.2409) (0.1422) (0.1301)

1_lncon 0.9369∗∗∗ 0.8892∗∗ 0.9872∗∗∗

(0.2800) (0.3867) (0.2665)

0_lnex 0.2616∗∗∗ 0.0831∗∗∗ 0.1108∗∗∗

(0.0710) (0.0214) (0.0286)

1_lnex 0.3421∗∗∗ 0.1838∗∗ 0.1987∗∗∗

(0.0686) (0.0662) (0.0349)

0_lni 0.4621∗∗∗ 0.3788∗∗∗ 0.4439∗∗∗

(0.0752) (0.0394) (0.0623)

1_lni 0.2623∗∗∗ 0.2223∗∗ 0.2721∗∗∗

(0.0437) (0.1030) (0.0754)

Constant 4.6474∗∗∗ 1.3979 3.4990∗∗∗

(0.7352) (0.8865) (0.5269)

Observations 187 323 510

R-squared 0.9690 0.9749 0.9640

Numberofprovince 11 19 30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沿海地区、内陆地

区乃至全国样本的外需拉动力在突破门槛值之

后有所上升,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水平不断提高,以出口规模衡量的外需拉动力

会随之上升,而且,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规模扩

大基础上消费升级拉动转换,实质上是相对降

低外需拉动力,主要依赖于在内需规模扩大基

础上的消费升级拉动力,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

外需拉动为辅的需求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内外

需协调性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在消费升级

拉动力突破门槛值之前,内陆地区和全国样本

的投资需求拉动力最高,消费升级拉动力次之,
外需拉动力最低(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最

低为特例),这基本符合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

长贡献的现实,可能是因为以出口代表的外需

拉动力在宏观经济数据中难以验证,以及此阶

段投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带

来的,因此,在消费升级拉动力突破门槛值之

前,主要依赖外需主导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稳健性检验

借鉴陈菁的处理方法,本文通过将全国30
个样本省份的创新驱动力与消费升级拉动力变

量均滞后一期,以检验门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是

否会影响门槛估计值、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

性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35]。③

稳健性检验得到的门槛回归结果与本文估

计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供给侧与需求侧门

槛估计值个数一致,门槛估计值大小及各变量

影响效力、变化程度、贡献方向甚至显著性水平

与估计模型均相差无几,验证了前文门槛回归

结果的稳定性,这也说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创新驱动力与消费升级拉动力作为

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新动能形成的主要动

力,以要素驱动力与外需拉动力作为驱动或拉

动以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动力,分别探讨

供给侧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及需求

侧动能由外需拉动向在内需规模扩大基础上的

消费升级拉动转换及它们对经济增长水平变化

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1-2017年我国30个

省份面板数据,结合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供给侧

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是否完成及其对经

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应变化,得到以下研究

结论:第一,从供给侧视角来看,沿海地区及包

含30个省份的全国样本在总体上均已经表现

出显著的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却未完全

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而内陆地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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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表现出新旧动转换态势,现阶段我国各地

区及全国总体经济增长仍需生产要素发挥其主

要驱动作用。第二,从需求侧视角来看,各地区

及全国总体上不仅表现出显著的需求侧新旧动

能转换态势,而且均已完成需求侧新旧动能转

换目标,消费升级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重要动力。此外,制度质量难以满足全

国样本(尤其是沿海地区)消费升级拉动力进一

步提高的需求,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三,从
供给侧与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差异视角

来看,沿海地区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

情况优于内陆地区,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需

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并无较大差

异。从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的供给侧与

需求侧差异视角来看,各地区及全国总体供给

侧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完成情况均明显滞后于其

需求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沿海地区政府应构建并扩大创新型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平台,并落实简政

放权政策,激发私营企业创新活力,以改善本地

区制度环境,加速实现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目

标。内陆地区要降低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力度,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
加大对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以
生活补助、住房补贴等举措改进并落实相关人

才引进政策,以税收优惠或减免、财政补贴等手

段吸引创新型企业在本地区投资建厂,逐步提

高创新水平。此外,国家要注重整合全国创新

资源,确保沿海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向内陆地区

流动的渠道畅通,促进区域间创新水平协同发

展进而提高全国的创新水平。
第二,政府应统筹推进改革收入再分配制

度,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通过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等,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同时,要重

视社会消费文化的转变,形成并传播合理适度

地消费理念,避免过度消费。另外,要进一步优

化全国范围的制度环境,营造追求更高质量产

品和服务的消费氛围。

第三,政府应建立稳定的营商环境,通过稳

定汇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育企业家

精神,确保在逆全球化冲击下提高国家或地方

的企业、产业竞争力,提高创新动能。同时,坚
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及资源,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加速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与需求侧协

同改革力度,实现供给侧新动能与需求侧新动

能协调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目标。

[注释]
① 作者根据2010-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② 面板数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经过 Huasman
检验适用固定效应模型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

③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门槛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有

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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